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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教育融资的平等与增长效应
——基于生育率和人力资本双重视角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卢洪友 杜亦譞

摘 要 根据两期世代交叠模型，通过缩小贫富群体的生育率差距和人力资本差距，公

共教育融资模式不仅能够缓解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还有助于促进社会平均收入水平

的提高。而关于公共教育融资模式对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研究显示：教育服

务更多由政府公共融资与各阶层居民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但对低收入群体的边际贡献

更大，因此公共教育融资模式既有助于促进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还有利于缓解收入分配不

平等，从而实现平等与增长双重目标的权衡。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之所以能够实现

平等与增长的双重目标，是因为公共教育融资能够提高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同时缓解贫

富群体的人力资本差距，并缓解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和中高收入组的生育率差距。因此，现

阶段由政府通过公共资金渠道对教育服务融资，为全社会居民提供更为优质的教育服务，降

低居民的教育成本，是实现人口均衡发展与创造人才红利，保证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均衡发

展的关键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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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生育革命”释放出的巨大人口红利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与此
同时，人口生育率因之逐步降低也是不争的事实。目前，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匮乏、

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等问题，业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的重大桎梏。为扭转这一态势，当

务之急是要提高中国的生育率，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同时强化人力资本积累，以共享人才红利，推动增

长动力转型。

问题在于，在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背景下，提高家庭生育率和深化人力资本积累很难并行不悖。在

高人力资本报酬的诱导以及重视子女生育质量等观念的驱使下，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热情持续

高涨，“攀比式”私人教育投资不断推高家庭教育成本，成为居民不敢生、养不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

说，鼓励家庭提高生育率，并激励其强化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可能是一个难以兼顾的政策建议。

目前在中国，普通家庭对子女的“质量偏好”日益凸显。究其原因是，中国父母试图通过降低子女数

量、提高子女质量破解“生育魔咒”，即由于家庭资源需要在子女间进行配置，当家庭收入增长停滞，生育

水平超过养育能力的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势必不足，从而形成“贫困再生产”[1]（P199）。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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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子女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可能是教育成本节节攀升的背景下中国家庭偏好“低生育”的动

机之一。然而，在宏观层面，政府则期望通过提高生育率，维持未来较长时期内劳动力数量的可持续增

长，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家庭降低生育率的微观决策，与政府鼓励生育的宏观政策，

存在显著偏离。

事实上，理论和实践均表明，导致两者背道而驰的关键原因就是教育成本。1998 年教育产业化改革
以来，教育投资主体由政府一元化转向多元化，有效弥补了教育服务供给和居民教育需求的缺口，但其

带来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家庭教育负担日趋沉重，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低收入阶层难以承受巨大的经

济成本。那么，如果由政府采用公共教育融资模式，降低居民家庭教育负担，能否抑制家庭的“少生动

机”，提高家庭的生育率呢？进一步地，能否影响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从而影响不同富裕程度家庭

子女的收入不平等？更进一步，它又会对中国经济效率和长期经济增长带来何种影响？本文通过识别和

比较公共教育融资模式和私人教育融资模式各自的平等效应和增长效应，回答上述问题。

一直以来，教育融资模式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Glomm & Ravikumar 最早探讨了教育融资模式
增长与平等的兼容效应，发现与私人教育融资模式相比，公共教育融资模式下的收入不平等收敛更快，

而且，当初始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时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水平更高[2]（P818-834）。后续研究在此
基础上进行了两方面的拓展：第一，借贷约束与公共教育融资模式。大量研究表明，在不完备的信贷市

场上，家庭或个人存在融资约束，无法通过资本市场为教育融资，此时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投资低于最

优水平，而政府的公共教育投资（例如助学贷款）能够放松融资约束，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3]

（P35-52）[4]（P67-80）。此外，公共教育投资有助于缩小家庭教育投资差距，增进贫困家庭子女的人力资
本积累，从而放松家庭的预算和融资约束，改善收入代际流动性，缩小家庭收入或财富的差距。但是，也

有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与人力资本投资呈 U 型关系，收入不平等越严重，贫困家庭的教育投资越低，人
力资本要素报酬越高于劳动要素报酬。当收入不平等达到拐点时，人力资本的高报酬率会刺激贫困家庭

增加教育投资[5]（P29-52）。基于此，Eckstein &Zilcha 指出，公共教育投资虽然释放了穷人的融资约束，
但也弱化了收入不平等对贫困家庭教育投资的刺激作用，抑制甚至挤出贫困家庭的私人教育投资，对贫

困家庭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不利影响[6]（P339-359）。第二，保险效应与公共教育融资模式。人力资
本积累具有不确定性，这使得私人教育投资面临教育风险、就业风险和收入风险，因此风险厌恶家庭会

降低教育投资，导致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投资低于最优水平，政府的公共教育投资能够补偿家庭或个人的

风险溢价¬，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如果贫困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更高，在面临教育投资风险

时倾向于降低教育投资、选择低风险专业甚至退出教育市场，那么公共教育的保险效应将更有利于提高

贫困家庭子女人力资本积累[7]（P64-75）。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研究均将生育率视为外生变量。然而，如 Becker &Lewis 所强调的，家庭教育投

资决策不是独立的，而是进行联合生育—教育投资决策，即生育决策是内生的[8]（P279-288）。家庭在微
观上的这种生育—教育投资联合决策，决定了宏观上的生育率和人力资本积累，是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
不平等的重要机制之一[9]（P1091-1113）。迄今为止，鲜有研究从生育率和人力资本积累双重视角分析
教育融资模式的平等效应和增长效应。在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中，Croix 发现，当初始不平等程度较低
时，公共教育融资模式提高了生育率、降低了人力资本积累，但经济只能收敛于低增长路径；当不平等程

度较高时，公共教育融资模式下贫富家庭子女得到等量的教育投资，贫富家庭生育率差距消失，不平等

下降和经济增长均优于私人教育融资模式[10]（P607-629）。Fan [11]（P907-941）在 Croix [10]（P607-629）
的基础上加入了教育时间成本，但是他先验地假定父母对子女的数量偏好大于质量偏好。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可能在于：第一，构建动态 OLG 模型，从理论上揭示公共教育融资模
式如何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和居民生育率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结果。第二，通过微观和宏观数据的匹

¬ 例如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于 1989 年开始实施的高等教育学生贷款计划（HECS），该贷款计划以毕业生收入为还款依据，收入低于还款门槛则
无需还款，收入达到还款门槛才需还款，偿还率根据收入水平和价格波动调整，55 岁后还款义务自动解除。



卢洪友 等：公共教育融资的平等与增长效应 · 137 ·

配，构建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理论分析的结果，证实了在中国教育服务成本中政府负担的比例越

高，越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还有助于促进社会平均收入的提高。第三，通过联立方程组模型的估计，

对公共教育融资模式发挥平等和增长双重激励效应的机制进行验证。

二、理论和实证模型

基于 Glomm & Ravikumar [2]（P818-834）、Croix [9]（P1091-1113）[10]（P607-629）、Fan [11]（P907-
941）的研究，本文构建两期世代交叠模型（OLG），通过分析家庭的教育—生育决策，探讨公共教育融资
模式和私人教育融资模式下贫富群体以及社会平均的生育率和子辈人力资本情况，以期考察不同教育

融资模式的平等效应和增长效应。

（一）理论模型

1．基本设定
假定经济中每个人存活两期：幼年期和成年期，个体在成年期一开始就生育子女，且仅在成年期就

消费 c、子辈数量 n 以及子辈质量 e（即子辈的人力资本水平）作出决策，其效用函数为：

u = ln c + γ ln n + γ ln e (1)

其中，γ 是父母的利他偏好，γ > 0。养育每个子女的时间投入为 ξ，0 < ξ < 1。个体的人力资本禀赋 h是异

质的，按人力资本水平 (工资率) 的高低，将全部居民划分为穷人（p）和富人（r），hp < hr
(
或Wp < Wr

)
。

父辈的贫富群体人口规模分别为 Np 和 Nr，穷人与富人人数比为 m，人口变动规则为 Nt+1 = Nt (1+nt)。

借鉴 Glomm& Ravikumar [2]（P818-834）的设定，假设两种不同的教育融资模式：私人教育融资模
式与公共教育融资模式。在私人教育融资模式下，父母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为每个子女提供的教育服

务数量为 g，不存在其他融资渠道。假定教师的人力资本水平为社会平均值，则父母的私人教育投资为

wh̄ng，居民的预算约束为：

c + wh̄ng = wh (1 − ξn) (2)

假定子女的人力资本服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ePRI = η(θ + g)αhβ (h̄)1−β (3)

其中 η > 0，且 ηr > ηp，且 θ > 0，α, β ∈ (0, 1)。式（3）表明，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取决于教育投资、人力资
本代际传递和学校教育质量。根据效用最大化一阶条件，居民最优教育投资和生育率分别为：

gi =
αξHi − θ
1 − α (4)

nPRI
i =

(1 − α) γHi

(ξHi − θ) (1 + γ)
(5)

等式（5）表明，父母的最优生育-教育投资决策取决于其工资率或人力资本水平。在公共教育融资模式
下，政府向居民征收税率为 τ 的教育税，并由政府进行公共教育投资，每个子女接受的教育数量为 G，不
允许父母进行额外的私人教育投资。此时，居民预算约束和子女的人力资本生产函数分别为：

c = (1 − τ)wh (1 − ξn) (6)

ePUB = η(θ + G)αhβ(h̄)1−β (7)

根据效用最大化一阶条件可得到居民最优生育率：

nPUB =
γ

ξ (1 + γ)
(8)

显然，在公共教育融资模式下居民最优生育率为常数，贫富群体不存在生育率差距。假定政府只提供教

育公共服务，政府在预算平衡约束下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其目标函数和预算约束分别为：

U = Nrur + Npu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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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h̄[Nrnr + Npnp] = τ[Nrwhr(1 − ξnPUB
r ) + Npwhp(1 − ξnPUB

p )] (10)

根据政府效用最大化一阶条件，公共教育融资模式下的最优教育投资水平为：

G =
αξ − θ
1 + αγ

(11)

2．教育融资模式的平等效应
定义 y 是个人的潜在收入，Y 是某一收入群体的潜在收入总和，则对于子辈有 yi = wei, E (Yi) =

Niniwei，子辈贫富群体的收入差距表示为：

E (Yr)
E
(
Yp

) = m
nrer
npep

(12)

式（12）表明，子辈收入差距同时取决于两个因素：父辈生育率差距和子辈人力资本差距。在私人教育
融资模式下，根据等式（4）和等式（5），贫富群体的生育率差距及其子辈的人力资本差距分别为：

(
nr
np

)PRI =
hr
hp

ξ − θ
Hp

ξ hrhp
− θ

Hp

, (
er
ep

)PRI = (
θ + gr

θ + gp
)α(

hr
hp

)β (13)

在公共教育融资模式下，根据等式（8）和等式（11），贫富群体的生育率差距和子辈人力资本差距分别
为：

(
nr
np

)PUB = 1, (
er
ep

)PUB = (
hr
hp

)β (14)

(
np

nr
)PRI > (

np

nr
)PUB = 1, (

er
ep

)PRI > (
er
ep

)PUB (15)

等式（15）表明，与私人教育融资模式相比，在公共教育融资模式下，贫富群体的生育率差距消失，子辈
人力资本差距缩小，虽然由人力资本代际传递导致的子辈人力资本差距依然存在，但由家庭教育投资差

距导致的子辈人力资本差距消失了。据此，我们可以得到：

命题 1：与私人教育融资模式相比，公共教育融资模式能够缩小贫富群体的生育率差距及其子辈的

人力资本差距。

进一步地，将等式（13）和（14）带入等式（12），求出并比较两种教育融资模式下子辈的收入差距：

(
Yr
Yp

)PRI =
Nr

Np
(

hr
hp

)β+1(
θ + gr

θ + gp
)α
ξ − θ

Hp

ξ hrhp
− θ

Hp

>
Nr

Np
(

hr
hp

)β = (
Yr
Yp

)PUB (16)

等式（12）表明，子辈潜在收入水平同时取决于父辈生育率差距和子辈人力资本差距。因此，根据命题
1，公共教育融资模式有助于缩小贫富群体的生育率差距及其子辈人力资本差距。根据式（16）我们可
以得到：

命题 2：与私人教育融资模式相比，公共教育融资模式能够缩小贫富群体的子辈收入差距，具有平等

效应。

3．教育融资模式的增长效应
根据两种教育融资模式下的社会平均收入增长率 ˙̄y，我们将公共教育融资模式的平等效应划分为两

种类型。第一种，
(
Yr
Yp

)PRI
>

(
Yr
Yp

)PUB
, ˙̄yPUB < ˙̄yPRI，此时公共教育融资模式只具有平等效应而不具有增

长效应，是效率牺牲型的；第二种，
(
Yr
Yp

)PRI
>

(
Yr
Yp

)PUB
, ˙̄yPUB > ˙̄yPRI，此时公共教育融资模式兼具平等效

应和增长效应，是效率兼顾型的。

令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增长率 ˙̄ht =
ht+1

ht
= e

h
，根据个体潜在收入的定义，社会平均收入增长率等

于社会平均人力资本增长率：

˙̄y = η
mnp

(
θ + gp

)α (hp

)β
+ nr(θ + gr)

α(hr)
β

mnp + nr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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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PUB

˙̄y
PRI

=
mnp

PUB(θ + G)α
(
Hp

)β
+ nr PUB(θ + G)α(Hr)

β

mnp
PRI

(
θ + gp

)α (Hp

)β
+ nr PRI (θ + gr)

α(Hr)
β

/
mnp

PUB + nr PUB

mnp
PRI + nr PRI

(18)

首先根据等式（18）分析两种教育融资模式下贫富群体及社会平均生育率。根据等式（5）的分析易知：

nPUB =
γ

ξ (1 + γ)
= lim

Hi→∞
nPRI > nPRI (19)

上式表明 np
PUB > np

PRI, nr PUB > nr PRI，即公共教育融资模式下贫富群体的生育率都高于私人教育融

资模式。贫富群体在公共教育融资模式下的生育率增幅之差可以表示为：

np
PUB − np

PRI

np
PRI

− nr PUB − nr PRI

nr PRI
=

np
PUB

np
PRI

− nr PUB

nr PRI
=

nPUB

np
PRI

− nPUB

nr PRI
(20)

由于私人教育融资模式下穷人的生育率高于富人，因此上式为负，即富人在公共教育融资模式下生育率

的增长率大于穷人，社会平均生育率是提高的，我们称之为公共教育融资模式的生育激励效应，公共教

育融资模式在生育激励前提下缩小了生育率差距。

然后分析两种教育融资模式下贫富群体及子辈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根据等式（4）和等式（11）
可知：与私人教育融资模式相比，富裕家庭的子辈在公共教育融资模式下接受的教育数量一定减少，

贫困家庭子辈的情况则取决于父辈人力资本分布。要使公共教育融资模式属于效率兼顾型，必须使

˙̄yPUB > ˙̄yPRI，即 G > gp，根据等式（4）和等式（11）可知，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0 < hp <
ξ (1 − α) + θ (1 + r)

ξ (1 + αγ)
(21)

不等式（21）的含义是，穷人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贫富群体的人力资本差距较大，此时，在公共教育融
资模式下，穷人的子辈接受的教育数量高于在私人教育融资模式下的情况，富人的子辈接受的教育数量

低于在私人教育融资模式下的情况，与私人教育融资模式相比，穷人子辈人力资本的增幅与富人子辈人

力资本的降幅之和为：

epPUB − epPRI

epPRI
− er PUB − er PRI

er PRI
=

epPUB

epPRI
− er PUB

er PRI
=

epPUBer PRI − er PUBepPRI

epPRI er PRI
(22)

当 m → ∞ 且 0 < hp <
ξ(1−α)+θ(1+r)

ξ(1+αγ)
时，有 gr > G，gp < G，根据子辈人力资本函数有 epPUB >

epPRI, er PRI > er PUB，所以（22）式为正，这意味着，相较于私人教育融资模式，在公共教育融资模式下，
穷人子辈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富人子辈人力资本水平降低，但是，穷人子辈人力资本水平的增幅大于富

人子辈人力资本水平的降幅。平均而言，整个社会的子辈人力资本水平上升。我们称之为公共教育融资

模式的人力资本激励效应。此时，公共教育融资模式下社会平均收入增长率更高。由此我们得出以下命

题：

命题 3：当父辈人力资本差距较大，且穷人规模足够大时，公共教育融资模式能够提高社会平均收入

增长率，同时具备平等效应和增长效应。

（二）实证模型与方法

根据理论模型的设定，子辈的潜在收入取决于父辈生育率和子辈人力资本，采用半对数模型建立收

入方程如下：

ln Incomeit = α0 + α1Hcapitalit + α2Siblingit +
∑
α3Icontrolit + uit (23)

其中，下标 i 是子辈个体，t 是年份，ln Income 是子辈的个体收入（自然对数），Hcapital 是其人力资本，

Sibling 是父辈生育率，Icontrol 是其余控制变量，包括公共教育支出、年龄及其平方项、性别、户籍、党员

身份、父亲年龄及其平方项、父亲收入、父亲人力资本、父亲户籍、区域类型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α0 是常

数项，α1, α2, α3 是待估参数，uit 是残差项。根据理论模型中子辈人力资本函数和家庭预算约束的设定，

建立子辈人力资本方程如下：

Hcapitalit = β0 + β1Pubeduit + β2Siblingit +
∑
β3Hcontrolit + eit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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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ubedu 是本文构建的教育融资模式指标——教育公共性，教育公共性越高，越接近公共教育融

资模式，反之越接近私人教育融资模式，指标的具体涵义参看下文。Hcontrol 是其余控制变量，与等式

（23）中的其余控制变量相同，β0 是常数项，β1,β2,β3 是待估参数，eit 是残差项。最后，建立父辈的生育率
方程：

Siblingit = γ0 + γ1Pubeduit +
∑
γ2Scontrolit + vit (25)

其中，Scontrol 是控制变量，包括公共教育支出、父亲年龄、父亲人力资本、父亲户籍、父亲收入、政策生育

率、区域类型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γ0 是常数项，γ1、γ2 是待估参数，vit 是残差项。把等式（24）和（25）
依次带入等式（23），将收入方程分别转化为以下形式：

ln Incomeit = A0 + A1pubeduit + A2Siblingit +
∑

A3controlit + εit (26)

ln Incomeit = B0 + B1pubeduit +
∑

B2controlit + µit (27)

根据以上计量模型，本文的实证研究设计如下。

1．基础回归
本部分检验命题 2 和命题 3：哪种教育融资模式能够缩小子辈收入差距，是否兼具平等效应与增长

效应。采用分位数回归，将收入方程等式（27）扩展为分位收入方程。

ln Incomeit,q = B0,q + B1,qpubeduit,q +
∑

B2,qcontrolit,q + µit,q (28)

其中，下标 q 代表分位数，本部分取 q=0.1、0.25、0.5、0.75、0.9 分别代表极低、低、中、高、极高收入人群。
命题 2 的估计的策略是：考察教育融资模式对不同收入组居民收入的边际贡献，如果教育公共性对低收
入组的边际贡献大于中、高收入组，那么教育公共性越高就越能够缓解收入差距，反之则会扩大收入差

距。命题 3 的估计策略是：如果 ∑
B1,q 为正，则教育公共性越高，子辈收入水平越高，公共教育融资模式

是兼具平等效应与增长效应的。具体来看，B1 = α1β1 + α2γ1 + α1β2γ1 包含了教育融资模式对子辈收入

影响的三个机制，一是 α1β1，反映教育融资模式通过影响子辈人力资本，进而影响子辈收入水平，根据理

论模型的结果，预期为正，二是 α2γ1，反映教育融资模式通过父辈生育率，进而影响子辈收入水平，预期

为负，三是 α1β2γ1，反映教育融资模式通过影响父辈生育率和子辈人力资本，进而影响子辈收入，预期为

负。只有当教育公共性的估计系数在五个分位上的系数之和为正，公共教育融资模式才具有增长效应。

2．机制检验
本部分检验命题 1，即公共教育融资模式能否以及如何缓解收入不平等，其内在机制是：通过缩小贫

富群体的生育率差距及其子辈人力资本差距，进而缩小子辈收入差距。我们以父亲收入 25、50 和 75 分
位点为界将样本划分为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四个子样本，对每个子样本分别

检验等式（24）的人力资本方程、等式（25）的生育率方程和等式（23）的收入方程。在估计方法上采用
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我们使用微观与宏观相匹配的混合横截面数据。其中，微观数据来自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
查（CGSS）、2010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以及 2011 年和 2013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RLS）。三项微观调查数据库采用入户调查方式，采集了人口特征、就业、教育、健康、社区等信息，
CFPS 覆盖了全国 25 个省（直辖市），CGSS 与 CHARLS 覆盖了全国 28 个省（直辖市），调查覆盖了全
国各个地区，样本量大，且三者均采用多阶段分层 PPS 抽样。省级宏观数据来自 2006、2010、2011、2013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2010 年的《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 1987-2013 年的《中国教育统计年
鉴》。数据处理过程分为三步：首先，在 CFPS 和 CHARLS 中，基于亲属关系识别码进行配对，CGSS 的
家庭模块已经涵盖了完整的父亲信息。其次，将匹配后的数据进行纵向合并，筛选、计算实证分析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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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与父亲变量。再次，以省份为识别码，将个体数据与省份数据对接。最后，处理数据，包括剔除子女

出生早于 1956年或晚于 1990年的观察值，剔除缺失值、异常值和不可靠信息。最终样本量共有 3138个。
（二）指标说明

教育公共性。教育公共性是指教育服务由政府公共融资的比例，我们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教育
经费”度量，该指标越接近 1，教育公共性越强，教育融资模式越接近公共教育融资模式，该指标越接近
0，教育公共性越弱，教育融资模式越接近私人教育融资模式。考虑到教育对生育、人力资本和收入影响
的滞后性，我们用个体 0-14 岁期间所在地区教育公共性的平均值作为替代指标。

公共教育支出。采用“科教文卫事业费/在校学生数”构建生均公共教育支出指标，个体在受教育期
间所在地区生均公共教育支出之和作为其所享受到的公共教育支出，已知入学年份的个体以入学年为

起点，入学年份缺失的以个体 7 岁时的年份为起点。
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变量为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年数，在 CGSS 中根据“从上小学开始算起，您一共

受过多少年的学校教育呢？”得到，在 CFPS 中根据“您博士（硕士、本科、大专、高中、初中、小学）读了几
年”加总得到，在 CHARLS 中根据“您获得的最高学历是？”以及“您之后又上过几年级学？”计算得到。生
育率。三个微观数据库均采集了个人的兄弟姐妹信息，本文采用“兄弟姐妹总数（包括去世）+1”作为父
辈的生育率。

收入。子辈收入为调查前一年个人总收入，CGSS 中根据“2005 年，您个人的全年总收入是多少元？”
得到，在 CFPS 中根据“去年，您个人的总收入是多少元？”得到。父亲收入均采用父亲“过去一年的总收
入”。由于个体收入分布呈现高度右偏的特征，在实证分析中取自然对数。

政策生育率。我国人口生育率受计划生育政策限制，忽略这一因素可能产生严重的遗漏变量偏差，

考虑到计划生育政策在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异质性以及时序上的动态性，我们引用尹文耀等[12]（P17-28）
基于 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测度的 2006-2010 年全国各省政策生育率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代理
变量，在生育率方程中予以控制。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年龄平方、性别、户口、党员、区域类型（东部、中部、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人均 GDP）等。此外，模型估计时还加入了年度哑变量和数据库哑变量，以控制年度间平均值和数
据库间平均值的差异。所有货币相关变量，包括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教育经费、科教文卫事业费、个体

收入和父亲收入都以 1956 年为基期用各省或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四、实证结果

本部分利用微观与宏观匹配的混合横截面数据，从实证层面验证理论模型的结论。采用分位数回归

实证检验公共教育融资模式的平等与增长效应，进一步构建联立方程组模型，采用 3SLS 方法从生育率
和人力资本的视角检验其影响机制。此外，分别采用全分位数回归和门槛回归验证基础回归的稳健性，

最后，构建了两个工具变量，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

（一）基础回归

表 1 汇报了分位数回归的结果。根据基础回归的结果，无论在哪一分位，公共教育融资均能显著促
进个体收入增长，且从极低收入组到极高收入组，教育公共性系数逐步递减，表明公共教育融资模式对

低收入群体的边际贡献更大，公共教育融资模式有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命题 2 成立。教育公共性的系
数在五个分位均为正，表明教育融资模式公共性的提高，能够显著提高各个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有助

于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命题 3 成立。综合命题 2 和命题 3，可以判断，教育融资模式公共性的提高，
既可以通过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更快增长来缓解收入不平等，又没有以居民整体收入的降低为代价，因

而公共教育融资模式同时兼具平等效应和增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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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分位数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极低收入组 低收入组 中等收入组 高收入组 极高收入组

（q10） （q25） （q50） （q75） （q90）

教育公共性 0.6253* 0.4371*** 0.2047*** 0.1734** 0.1033**
( -0.3569) (-0.1028) (-0.0736) (-0.0727) (-0.0467)

公共教育支出 0.0001*** 0.0002*** 0.0001*** 0.000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父亲人力资本 0.0137 0.0041 0.0072*** 0.0054* 0.002
(-0.0105) (-0.0061) (-0.0043) (-0.0028) (-0.0045)

父亲收入 0.4832* 0.3442*** 0.2168*** 0.1373*** 0.0879***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年度哑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数据库哑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Pseudo-R2 0.1146 0.143 0.1466 0.1507 0.172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下同；括号中是 Bootstrap标准误。

（二）机制检验

表 2 列示了 3 个方程的回归结果。以父亲收入自然对数值 25、50 和 75 分位点为界，将样本分为低
收入组、中低收入组、中高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回归结果表明：

在人力资本方程中，教育公共性的提高对 4 个收入组的边际贡献呈逐步递减的趋势，除了高收入组
以外，其余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这意味着公共教育融资模式不仅能够提高社会平均人力资
本水平，同时还有助于缓解贫富群体的人力资本差距。这一结论与直觉相符，也印证了理论模型的分析。

受支付能力的限制以及金融市场上的信贷约束，低收入群体无法完全承担子女的教育成本，必须依靠公

共教育融资模式供给教育服务，才能确保子女接受完整的教育服务，当教育投资成本主要由家庭或私人

负担时，贫穷家庭子女有可能面临因家庭负担不起教育成本而辍学的风险。另一方面，高收入群体具有

更高的支付能力，可以通过支付更高的家庭或私人教育成本为自己的子女提供合意的教育服务，即便在

私人教育融资模式下，依然可以确保子女接受完整的教育服务并且完成人力资本积累。因此，高收入群

体的子女教育决策对公共教育投资的依赖性较小，而低收入群体的子女教育决策则高度依赖于公共教

育投资。

在生育率方程中，教育公共性系数均为正，除了高收入组以外其余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教
育公共性的提高能够提高各收入群体的父辈生育率，即公共教育融资模式具有生育激励效应，但是在

不同收入组具有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教育公共性提高 1 单位，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生育率分别提高
0.6152 和 0.6288，均低于中低收入组和中高收入组，中低收入组和中高收入组生育率分别提高 0.6517 和
0.7728，此外，高收入组不显著。由此表明，公共教育融资模式能够缓解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和中高收
入组的生育率差距，但是对高收入组的生育率并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可能在于：首先，在公共教育融资模

式下，家庭内部的教育投资被外部化与社会化，公共教育投资占比越高，家庭教育成本越低，因此家庭能

够承担更多子女的抚养负担，由此能够促进生育率提高；其次，子女生育成本，包括教育成本并不构成高

收入家庭的生育约束，高收入家庭生育决策同样对公共教育投资的依赖性较低，因此，教育公共性程度

的提高对高收入家庭生育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再则，教育公共性对低收入组、中低收入组和中高收入组

的生育激励依次提高，可能是两方面原因的叠加，一是现实的教育融资模式是公共与私人混合型的，居

民生育决策依然受到家庭实际支付能力的影响，二是人力资本报酬率的提高可能诱使低收入群体加强

对子女质量的偏好和预期，由于家庭资源约束以及高人力资本报酬的诱惑，使得低收入群体和中低收入

群体的生育率增加低于中高收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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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入方程中，人力资本边际报酬随着收入的增加显著递增，表明人力资本回报率存在马太效应，

人力资本差距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低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生育率提高对收入的负向影响较低，中高收

入组生育率提高对收入的负向影响大于中低收入组。结合人力资本方程和生育率方程的结果，教育公共

性的提高能够缩小贫富群体的人力资本差距和生育率差距，进而缓解收入不平等。

总体而言，公共教育融资模式不仅能够提升社会平均生育率和人力资本水平，兼具生育和人力资本

积累的双重激励效应，还有助于缩小高收入与低收入群体的生育率差距和人力资本差距，从而缓解子辈

收入不平等。

表 2 机制检验

低收入组 中低收入组 中高收入组 高收入组

人力资本方程

教育公共性 1.0374*** 0.9983*** 0.5799*** 0.0051
(-0.3418) (-0.3299) (-0.1781) (-0.486)

生育率 -0.1649** -0.1945** -0.2172** -0.0873
(-0.0794) (-0.0771) (-0.0862) (-0.1164)

公共教育支出 0.0008*** 0.0008*** 0.0008*** 0.0003*
(-0.0002) (-0.0001) (-0.0002) (-0.0002)

父亲人力资本 0.1193*** 0.1738*** 0.1483*** 0.1327***
(-0.0275) (-0.0238) (-0.0273) (-0.0293)

父亲收入 0.2720*** 0.1968** 0.1048 0.1187
(-0.0658) (-0.0804) (-0.0905) (-0.1177)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生育率方程

教育公共性 0.6152*** 0.6517*** 0.7728*** 0.6288
(-0.1396) (-0.1494) (-0.1517) (-0.9983)

公共教育支出 -0.0001** 0 0.0001*** 0
-0.0001 (0) -0.0001 (0)

父亲人力资本 -0.0107 -0.0351*** -0.0055 -0.0340***
(-0.0138) (-0.0105) (-0.0113) (-0.0118)

父亲收入 -0.055 -0.0581 -0.0635 -0.0209
(-0.0369) (-0.0385) (-0.0407) (-0.0636)

政策生育率 0.2524 0.6714 0.5031 0.0494
(-0.423) (-0.4264) (-0.4565) (-0.7313)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收入方程

人力资本 0.0306*** 0.0448*** 0.0685*** 0.0760**
(-0.0109) (-0.009) (-0.0143) (-0.0304)

生育率 -0.0009*** -0.0013*** -0.0078*** -0.0007***
(-0.0004) (-0.0003) (-0.0016) (-0.0023)

父亲人力资本 0.0145 0.0044* 0.0027* 0.0034
(-0.0182) (-0.0023) (-0.0016) (-0.0024)

父亲收入 0.3524*** 0.0208** 0.0004 0.0102
(-0.0782) (-0.0088) (-0.0065) (-0.0085)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注：括号中是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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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1．全分位数回归检验
基础回归尽管可以较好地代表教育公共性对不同组别收入水平的边际贡献差异性，但是不能全面

描述在全部分位点上的变化情况。我们进行了全分位数回归，如图 1 所示，教育公共性指标在全部分位
点上对子辈收入的边际贡献及变化趋势与基础回归结论一致。

图 1 教育公共性及公共教育支出全分位回归系数及趋势

注：横轴为分位数，纵轴为教育公共性和公共教育支出指标的分位数回归系数，最小和最大分位取值 0.01 和 0.09。图形步长为 0.05，虚线
表示 OLS 回归系数和置信带（5%），实线为分位数回归系数，阴影带为其 95% 置信区间。

2．非线性检验
笔者进一步采用门槛回归考虑教育公共性与个人收入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结果如表 3 所示，

虽然处于门槛值两端时，教育公共性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差异明显，但在 5% 的统计水平上均不显著，门
槛检验 LM 统计量的 P 值大于 10%，说明现有样本无法拒绝不存在门槛效应的原假设。

表 3 门槛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教育公共性低于门槛值 教育公共性高于门槛值

教育公共性
0.26 6.76*

( -0.24) (-1.72)

公共教育支出
0.00 0.00*
(-1.02) (-1.76)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LM检验统计量 31.4
Bootstrap P值 0.1
门槛值 0.7737
R2 0.103 0.316

注：括号中是 t值。

（四）内生性

我们构建了两个工具变量尝试解决基础回归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第一，20 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
的教育产业化改革，极大降低了教育公共融资的比例，我们以 1998 年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为界，在此之
前接受教育的个体设置为 1，其他为 0；第二，在我国，公立基础义务教育阶段基本全部由政府出资，而中
等教育（高中和中专等）以及高等教育阶段，私人经费投入部分显著增加，我们利用 14 岁以下人口比重
（含 14 岁）作为教育公共性的第二个工具变量。结果如表 4 所示，首先利用全部样本进行两阶段 IV 估
计，结果表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采用该工具变量，根据工具变量分位数计量理论进行回归，结果显示，

在所有分位，教育公共性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并且从极低收入组到极高收入组，回归系数逐步递减，

结果与基础回归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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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分位数回归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整体 IV估计 极低收入组 (Q10) 低收入组 (Q25) 中等收入组 (Q50) 高收入组 (Q75) 极高收入组 (Q90)

教育公共性
2.99*** 1.52 0.54 0.32 0.15 0.14
(-2.86) [0.10,2.32] [-0.55.1.04] [-0.17,0.73] [-0.36,0.67] [-0.45,0.32]

公共教育支出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05)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父亲人力资本
0.00 0.00 0.01 0.01 0.01 0.01
(-0.35) [-0.04,0.02] [-0.03,0.03] [0.00,0.02] [0.01,0.03] [0.00,0.02]

父亲收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06)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Wald F值 27.34 — — — — —

Sargan P值 0.9 — — — — —

R2 0.15 — — — — —

注：圆括号中是 t值，中括号中是 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值。

五、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

提高人口生育率，加强人力资本积累，是延长人口红利、释放人才红利、促进增长动力转型、实现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内生生育率的动态 OLG 模型，从理论上探讨公共
教育融资模式如何通过影响生育率和人力资本积累，发挥缓解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明确揭示出效率兼顾

型平等效应的条件。理论分析的结果显示，由政府对教育服务进行融资，能够同时降低高收入和低收入

群体间的生育率差距和人力资本差距，进而缩小两个群体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而且，当初始不平等程

度较高且低收入群体规模较大时，公共教育融资模式能够实现平等和增长目标的有效权衡。进一步地，

本文实证验证了理论分析的结果：（1）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教育服务由公共融资的程度提高，能够显
著提高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但是其对低收入群体收入的边际贡献更大，因此，公共教育融

资模式在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同时，有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公共教育融资模式同时兼具平等效应

和增长效应。（2）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公共教育融资模式通过提高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以及缓解贫
富群体的人力资本差距和生育率差距，从而达到上述增长与平等目标的权衡。

本文认为，现阶段由政府通过公共资金渠道对教育服务融资，为全社会提供更优质的教育服务，降

低居民的教育成本，不仅可缓解收入分配不平等，还能鼓励居民生育并进一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是实

现人口均衡发展与创造人才红利，保证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均衡发展的关键制度安排。具体而言，各级

政府应继续增加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创新教育补贴机制，切实减轻家庭教育负担；加大力度增加普惠性

学前教育公共资源的供给，继续保障义务教育投入；健全高等教育资助与贷款制度，将公共教育的私人

成本分摊与学生就业、年龄、生活成本等因素挂钩，构建贫困生救助与学生教育努力激励相结合的教育

补贴制度安排，进一步释放家庭教育融资约束；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降低低收入家庭子女

就业风险。中央政府应充分发挥公共教育投资的地方协调，使公共教育投资与地方政府责任挂钩，与地

区财力水平脱钩，教育投入大幅度向农村、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倾斜，破解“贫困—生育—贫困”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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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lity and Growth Effect of Public Education Financing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Dual Perspective of Fertility and Human Capital

Lu Hongyou & Du Yixuan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According to a two-stage overlapping model, by narrowing the fertility gap and human
capital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the public education-financing model can not only alleviate the
inequalit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but also help to promote the average income level of the society.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public education financing model on income level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show that the ratio of government public financing to education services h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income level of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but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 of low-income groups is greater,
so the public education financing model not only helps to improve the income level, but also help to ease
the inequalit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so as to achieve the balance between equality and growth goals. The
further mechanism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dual goal of equality and growth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public education financing can improve the average human capital level while alleviating the human capital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alleviate the fertility gap among the low, the medium low and
the medium high groups.Therefore, to achiev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talent dividends, and simultaneously to ensure the future economic and social sustainable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the key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re that government should finance education services
through public funds and provide more quality education services to reduce the education costs of residents.

Key words educational financing model; fertility rate;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growth effect;
equality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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